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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环境、旅游产业效益、乡村发展一直是政府、学界和业界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且少数民族地区

作为中国社会发展落后区和生态脆弱保护区，其社会发展和生态问题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文章通过构建生态系

统、旅游产业系统和乡村社会系统的指标体系，在使用 DEA 模型对八个民族省份 2001—2018 年生态、旅游与乡村

社会发展效率测度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和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定

性和定量分析影响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因素，从而为促进三大系统协调发展的政策引导与绩效评估提供理论参考。

研究发现，西南民族地区耦合协调度优于西北民族地区，而西藏由于系统发展失衡导致耦合协调度最低，且八个民

族省份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各探测因素相互作用于各类驱动力的综合结果。 

【关键词】：旅游产业 生态系统 乡村社会发展 耦合协调度 地理探测器 

【中图分类号】：F592.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4407(2021)12-135-10 

乡村振兴战略是促进落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乡村发展和乡村振兴不仅有增加乡村人口收入、培育落后地区社

会经济增长新动能等正面效应，同时也带来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污染、生态环境破坏等负面效应。而近年来国家加大对生态文明

的关注，其中《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且在乡村振兴

战略中提出的产业兴旺与生态宜居对三大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国家政策背景下分析旅游、生态、乡

村社会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中国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振兴乡村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乡村社会发展、旅游效率、生态效率进行研究。其中学者分别从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之下对乡村社

会发展进行研究，聚焦于研究乡村社会重构、治理及旅游业等产业对乡村振兴的帮扶作用[1,2,3]；对于生态效率的研究聚焦于用生

态足迹[4]、碳排放[5]研究饭店、海岛生态、旅游目的地等；旅游效率研究处于多角度、多尺度研究阶段，趋向于研究入境旅游效

率以及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同关系。三者虽为相互独立的系统，但可通过耦合协调关系使其相互之间起作用。国外不仅从理论

方面分析了旅游耦合的积极作用
[6]
，而且详细分析了耦合的形成过程

[7]
，并开展了相应的实证分析

[8]
，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旅游经

济与交通运输[9]、环境[10]、城市化[11]等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国内对于耦合集中于实证研究，缺乏相关理论研究。相对于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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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协调，目前对三系统耦合协调研究较少。多数学者趋向于研究生态环境、旅游产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乡村社会发

展、旅游及生态的研究聚焦于两两间相互作用的实证分析，且研究区域多数为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贫困特区等，研究

方法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GM(1,1)灰色预测法、熵值法等
[12,13]

，较少使用地理探测器探讨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 

综上研究，学者对于三个系统的研究较少且研究区域多为国家经济带。虽然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落后、生态系统薄弱，但

旅游资源丰富，易于开展旅游产业振兴工作，故研究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乡村社会发展系统和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具有重

要意义。鉴于此，本文在使用DEA 模型对中国八个民族省份 2001—2018 年乡村社会发展、旅游与生态效率测度的基础上，运用

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和时空演变特征，通过地理探测器分析驱动三大系统协调的探测因子并对其进行定性

和定量研究。在理论上，可加深对乡村社会、旅游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加强和丰富耦合理论在旅游研究中

的深度和维度；在实践中，通过分析驱动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旅游业、生态环境耦合的影响因素，可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提出相应的建议。 

1 生态环境—旅游—乡村社会发展的耦合作用分析 

耦合是从系统论出发探析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如图 1所示，生态环境是旅游业和乡村发展政策实施的基础，其在自然资源

的丰度上支撑旅游业发展和乡村发展政策实施。而旅游业发展和乡村发展政策实施以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为考量基础，但资源消

耗和废物排放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胁迫其良性发展。同时，生态环境的恶化反过来会抑制旅游业和乡村发展政策的顺利实

施，限制旅游产业和经济发展；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的支撑作用。旅游业作为具有高附加值的综合性产业和劳动力密集

型产业，不仅可以通过接待游客获得旅游收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同时能够促进就业，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进而推动乡村社会

系统的发展。但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出现的环境负外部性可能会对乡村社会发展和贫困减缓造成不利影响[14]，故在旅游业促进乡

村振兴过程中，要高度关注“旅游漏损”与“旅游飞地”现象。虽然乡村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会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15]
，

但旅游商业的过度开发会逆向威胁生态良性发展。由于发展旅游业，水土治理、自然保护区的设立为环境治理和修复创造了条

件，因而对生态环境保护起促进作用；乡村发展政策的实施通过资源、资金、劳动力等投入，提高了人民生活、医疗、教育等方

面的水平，推进城镇化进程，刺激人民对吃住行游购娱等多方面的需求，从而促进旅游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乡村振兴战略

中的产业振兴又进一步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16]。随着经济水平提升，城镇人口增加，人们对资源需求的增加引发生态破坏和环境

污染问题。但生态环境改善等政策的提出又进一步推动了乡村社会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 

 

图 1生态—旅游—乡村社会发展系统耦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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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发展系统、旅游产业系统和生态系统是区域发展的重要系统，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耦合关系，而耦合协调度

受到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外界驱动力的影响。故深入分析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探讨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因素，

对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区域 

少数民族地区虽为国家落后发展的核心地带，但其拥有丰富的自然、文化资源。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大量资金、项目、人才的引入不仅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促使旅游业的发展迈向了新的阶段。但民族地区生态环

境敏感脆弱，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对其生态保护带来不利影响。故本文选取八个民族省份为研究对象，旨在为民族地区今后旅

游业、乡村振兴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借鉴的依据。 

2.2 指标体系构建以及数据来源 

本文综合参考乡村发展理论和联合国 MPI指标体系，分别采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千人拥有病床数、初中生在校人数和

城镇化率表示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在经济、生活、医疗和教育维度上的产出。在资源投入方面，使用熵值法计算各省份的

农业机械总动力、播种总面积、有效灌溉面积对应的权重，最终得出资源投入综合指数。乡村社会发展指数用相同的办法得出。

基于前人对于旅游效率的研究，资本、劳动力、资源投入主要用来考量旅游业的投入，并使用熵值法得出资源投入综合指数。产

出指标选取人均接待游客量与人均旅游综合收入来反映旅游业的成果效应。本文从投入—产出视角出发，将地区 GDP 作为产出

指标，将资源消耗和“三废”排放作为投入指标。其中资源投入综合指数和环境成本综合指数使用熵值法计算得出。生态—旅游

—乡村社会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如表 1所示。 

表 1中的原始数据来源于 2002—201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与公报等，并通过各

省份官方网站查询以及使用推算与均值趋势获得少量缺失数据。 

2.3 研究方法 

2.3.1 数据包络分析(DEA) 

数据包络分析法[30]已广泛应用于效率测量中。考虑到乡村社会发展、旅游业发展和生态保护过程中对投入要素的可控，本文

选择投入导向的 BCC(规模报酬可变)模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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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j=1,2,…,n表示决策单元；X、Y分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旅游、生态三大系统的投入、产出向量；θ为

综合效率；s+、s-为松弛变量。若 θ=1，s+=s-=0，则决策单元 DEA 有效；若 θ=1，s+≠0 或 s-≠0，则决策单元弱 DEA 有效；若

θ<1，则决策单元非 DEA 有效。 

表 1生态—旅游—乡村社会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指标体系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参考文献 

乡村社

会发展

效率 

投入

指标 

劳动力

投入 

全社会就业人

口 

间接反映外出务工培训机会、致富能力

以及对技能培训的投入 

易小燕等[17]、李鑫等[18]、李博[19]、孙

凤娟和秦兴方[20]、俞云峰和张鹰[21] 

资本投

入 

固定资产投资

额 

反映了资本投入要素，投资额较大的地

区经济发展较快，资金投入大 

资源投

入综合

指数 

农业机械总动

力 
反映乡村发展中对农业生产单位和地区

的农业机械化、水利化投入程度及反映

农业生产稳定程度 

农作物播种面

积 

有效灌溉面积 

产出

指标 

乡村社

会发展

指数 

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 

反映乡村发展政策在经济、教育、医疗

健康等方面起的作用 

初中生在校人

数 

每万人所拥有

的病床数 

城镇化率 反映城镇化发展的程度 

旅游效

率 

投入

指标 

资本投

入 

旅游业固定资

产投资 
反映旅游业投资状况 

周骁等[22]、轩源等[23]、Yuan 等[24] 

劳动力

投入 

旅游企业从业

人员 
反映旅游人力投入状况 

资源投

入综合

指数 

A级以上旅游

景区星级旅馆

数量 

反映地区旅游资源投入状况 

产出

指标 

直接产

出 

人均旅游综合

收入 

反映旅游业的经济影响 

人均接待游客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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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效

率 

投入

指标 

环境成

本综合

指数 

废水排放总量 

从投入角度出发，以资源消耗与环境污

染衡量区域生态水平 Lai 等[10]、王恩旭和武春友[25]、任小

静和屈小娥[26]、解亚丽等[27]、黄和平
[28]、胡熠娜等[29] 

二氧化硫排放

量 

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排放 

资源投

入综合

指数 

电力消耗量 

建设用地面积 

水资源消耗 

产出

指标 

经济效

益 

地区经济生产

总值 

从产出角度出发，衡量环境负荷所带来

的经济效益 

 

2.3.2 耦合协调模型分析 

本研究借鉴谭雪兰等[32]提出的耦合度模型，耦合度计算公式为： 

 

式中：C是乡村社会发展、旅游及生态环境三个系统的耦合度，在 0～1范围内取值。其中，C值越大，表示三个系统之间的

关联性越大，相互作用性越好。而耦合度只能说明三大系统相互作用的程度，故为有效地反映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情况，因此引

入旅游产业系统、乡村社会发展系统、生态环境发展综合评价指数 T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公式如下： 

 

式中：D为乡村社会发展、旅游及生态环境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T为三大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其可以真实反映三大系统

的协调发展情况。其中 U1、U2、U3分别代表乡村社会发展效率、旅游效率、生态效率，若U1最小，则属于乡村社会系统发展滞后；

若 U2最小，则属于旅游产业发展滞后；若 U3最小，则属于生态环境系统发展滞后。在参考汪永生等[33]研究的基础上，设定待定

参数α=β=γ=1/3。D的取值范围为0～1，D越大，表示三个系统的协调度越好，反之则越差。依据耦合协调度 D的大小，耦合

协调度等级[20]可分为：[0,0.10)极度失调；[0.10,0.20)严重失调；[0.20,0.30)中度失调；[0.30,0.40)轻度失调；[0.40,0.50)

濒临失调；[0.50,0.60)勉强失调；[0.60,0.70)初级协调；[0.70,0.80)中级协调；[0.80,0.90)良好协调；[0.90,1.00]优质协

调。 

2.3.3 地理探测器 

根据王劲峰和徐成东
[34]

对地理探测器的研究可知，其主要用来探测和分析空间分异性并揭示背后驱动力。本文借助地理探

测器，计算各要素对民族地区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力，其模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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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代表各要素对耦合协调度 D 的影响力。当 σ2≠0 时，模型才能成立(σ2表示少数民族地区耦合协调度的离散方

差)；在本文中 n=8(n 代表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个数)；m 为影响因素的个数；q 在 0 与 1 的范围之内，q 越趋近于 1，影响因素

的影响力越大，驱动力越强。 

3 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旅游—生态耦合协调的时空分异特征 

3.1 乡村社会发展—旅游—生态耦合协调度整体发展特征分析 

本文首先运用 DEAP2.1 软件对八个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社会发展效率、旅游效率与生态效率进行计算，其次使用耦合协调

模型分别测算三者效率的耦合协调度。 

由图 2 中的 C 值可以看出，西藏的耦合度最低；宁夏和青海的耦合度处于中等水平；其他五个民族地区的 C 值均在 0.9 以

上，说明这五个地区的乡村社会发展—旅游—生态环境系统关联程度较高。在这五个民族地区中，新疆的 C值相比广西、云南、

贵州和内蒙古波动幅度较大，其中波动较大的年份在 2006—2010 年。受 2008 年雪灾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 年新疆的耦

合度达到了最低点。因受 2008 年的影响，其他地区的耦合度也在 2009 年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青海的 C 值在 0.8 左右波动，

整体呈现“V”字型，其关联程度相对较弱，且2006—2014 年间波动幅度较大。2001—2018 年，西藏的 C值均低于0.7，其关联

程度最弱，C 值波动幅度比较大，整体呈现“U”字型，需要进一步分析其耦合度低下的原因，从而精准施策提高三大系统的耦

合度发展。 

 

图 2乡村社会发展—旅游—生态环境耦合度 C时序特征 

由图 3中的 D值可知，西藏的耦合协调度最低，宁夏和青海的耦合协调度处于中等水平，云南、广西、贵州、内蒙古的耦合

协调度较高，该变化基本与 C值波动一致。从变动趋势来看，新疆、广西、云南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贵州具有上升趋势，宁夏与

青海变动幅度不大。其中，新疆是八个民族省份中耦合协调度波动最大的省份，其耦合协调度在 2001—2014年逐年降低，虽然

2015 年之后其耦合协调度逐步变好，但是与 2001 年相比有较大差距；贵州的 D值逐年上升，这侧面反映了贵州三大系统的耦合

协调度在逐渐改善；内蒙古的 D 值整体为“M”字型，2008 年之后逐年下降，在 2018 年达到最低值，虽然内蒙古的耦合协调度

均大于 0.8，但是未来需要关注其发展，防止由于三大系统的发展失调而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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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乡村社会发展—旅游—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 D时序特征 

从耦合协调度的均值来看(表 2)，虽然八个民族省份的三大系统处于协调状态，但西藏、宁夏、青海和新疆的 T 值均小于

0.7，其综合发展水平低会影响耦合协调度的优化。具体分析，西藏的乡村社会发展效率和旅游效率处于较高水平，而生态效率

不足 0.1，这充分说明系统协调发展要看整体，任何一个系统的滞后可能会影响全局的高低。因生态效率要衡量经济产出，故造

成西藏生态效率低可能是其经济发展不景气，对生态环境损耗的速度要远远高于经济的增长速度。同样地，生态效率较低的还有

宁夏和青海，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是经济发展不景气，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西部大开发等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致使工业等第二产业

增多，而发展过程中没有注意生态保护，从而增加了对该地区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与生态效率相反，西藏、宁夏与青海的乡

村社会发展效率较高，属于乡村社会发展效率超前发展型。这可能因为早期西藏、宁夏与青海的贫困发生率高，因而国家倾向于

对西藏、宁夏和青海的乡村进行贫困扶持，加大了社会支持发展力度。整体来看，西南民族地区的耦合协调度要优于西北民族地

区。新疆、宁夏、西藏、青海的耦合协调度发展不均衡，处于磨合阶段，未来还需实施调节政策，促使其协调发展。 

表 2乡村社会发展—旅游—生态耦合协调度的均值比较 

省份 U1 U2 U3 C T D 耦合协调等级 

广西 0.6861 0.7365 0.9485 0.9824 0.8061 0.8894 良好协调 

云南 0.6210 0.6567 0.9542 0.9741 0.7650 0.8629 良好协调 

新疆 0.7226 0.5318 0.6911 0.9671 0.6527 0.7918 中级协调 

贵州 0.7408 0.9165 0.5859 0.9786 0.7316 0.8447 良好协调 

宁夏 0.9872 0.8497 0.2283 0.8365 0.6423 0.7328 中级协调 

西藏 1.0000 1.0000 0.0969 0.6555 0.6389 0.6469 初级协调 

内蒙古 0.6762 0.7945 0.9195 0.9899 0.8089 0.8941 良好协调 

青海 1.0000 0.8843 0.2009 0.8066 0.6456 0.7212 中级协调 

 

3.2 耦合协调度时空分析 

本文选取 2001年、2010 年、2015 年和 2018年的耦合协调度数据作为代表，来研究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旅游和生



 

 8 

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空间分布。2001—2018年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旅游—生态三者效率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如图4所示。 

 

图 4 2001—2018 年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旅游—生态三者效率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 

注：本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GS(2019)18253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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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4可以看出：从省域上分析，2001 年，协调度最高的为新疆(0.903)，处于优质协调，这一结果与新疆的优质旅游资源

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西藏处于初级协调，这可能与西藏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发展不足以及生态脆弱有关；青海、贵州、

宁夏达到中级协调，有待进一步发展。2010 年，新疆由优质协调转为中级协调；内蒙古由良好协调转为优质协调；贵州由中级

协调转为良好协调，其他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没有发生变化。总体来看，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逐渐转好，且八个省份 10年间的

乡村社会发展效率都有明显的提高，说明乡村发展及有关扶贫政策的实施对于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提高有促进作用。但新疆

耦合协调度有所下降，究其原因为新疆 2010 年旅游效率低(0.355)，严重影响了三大系统的整体协调发展。2015 年，新疆和青

海地区的耦合协调度与 2010年相比有所下降，由中级协调转为初级协调；内蒙古地区由优质协调转为良好协调；贵州由良好协

调转为优质协调，这是由于国家和贵州政府重视乡村旅游发展，通过政策实施充分利用其自然和民族文化资源，提高当地经济收

入和加强生态建设。2018 年，民族地区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有所改善，基本处于良好协调和中级协调状态，这与我国经济水平

的发展、乡村发展以及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等政策的实施有关。但是西藏与青海还处于初级协调阶段，特别是西藏，其耦合协调

度一直处于初级协调，由前面分析可知，系统失衡对于其整体发展有较大影响。要想改变这一现状，应注重对西藏传统农牧业结

构的改造，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尽量向第三产业转型发展，加强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从时间变化来看，2015—2018 年，大

部分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变化相对稳定，贵州由优质协调变为良好协调，需要相关部门注意其要素变化，并突破自身限制性因素，

实现三大系统协调提升，避免进一步降低造成损失。虽然各民族地区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有所改善，但要达到优质协调发展仍需

较长时间，须加快耦合的演进速度。 

4 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旅游—生态耦合协调的驱动因素分析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35,36,37,38,39]，选取人均 GDP(经济驱动力 X1)、旅游收入占 GDP总值比重(产业驱动力 X2)、教育投资

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教育驱动力 X3)，R&D 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科技驱动力 X4)、人均地方财政支出(政府驱动力 X5)作为驱

动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旅游—生态耦合协调的探测因子，并对各个驱动因素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4.1 驱动力时间异质性分析 

本文首先利用 ArcGIS 中的自然裂点分类法将各类探测因子进行分级处理，之后利用 Geodetector 软件计算各探测因子对民

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旅游、生态协调发展的影响力。由表 3可知，各因素对于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力随着时间的不同存在一定的

差异。2001—2005 年，人均 GDP 与教育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是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旅游、生态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2006—2013年，耦合协调度主要受R&D 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人均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2014—2018 年，耦合协调度主要受人

均 GDP 和人均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其他要素影响较小。总体来看，人均 GDP、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和 R&D 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是

影响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旅游、生态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民族地区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各探测因素相互作用于各类驱动力的

综合结果。 

表 3乡村社会发展、旅游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影响因子影响力测度 

年份 X1 X2 X3 X4 X5 

2001 0.9717 0.1885 0.4197 0.5273 0.5516 

2002 0.7986 0.6277 0.8789 0.5476 0.7518 

2003 0.9769 0.2282 0.4560 0.9693 0.4855 

2004 0.9857 0.2237 0.8333 0.9739 0.9390 

2005 0.4598 0.4285 0.9771 0.6158 0.5994 



 

 10 

2006 0.4351 0.3430 0.7243 0.6234 0.7920 

2007 0.3420 0.4634 0.6646 0.9150 0.6052 

2008 0.5508 0.2232 0.5490 0.8900 0.5830 

2009 0.6203 0.9619 0.4604 0.7428 0.4652 

2010 0.5720 0.6630 0.4650 0.8948 0.6969 

2011 0.6055 0.1533 0.3572 0.5426 0.9321 

2012 0.6033 0.3149 0.4820 0.7499 0.8261 

2013 0.6259 0.2290 0.4827 0.6949 0.6857 

2014 0.9883 0.2772 0.7738 0.7543 0.9689 

2015 0.8484 0.4215 0.2352 0.4814 0.4785 

2016 0.3224 0.4574 0.1584 0.5707 0.6432 

2017 0.9281 0.6343 0.2549 0.6134 0.6180 

2018 0.9926 0.7846 0.7268 0.6995 0.9007 

 

(1)经济驱动力。 

经济发展是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经济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促进形成不同的旅游业发展模式，而且可以利

用旅游业的发展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乡村振兴进程。而贫困和环境恶化本身会导致循环陷阱，即人们出于对经济发展的需

要，往往会无意识地消耗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但经济的发展为生态环境保护奠定了经济基础，给改善生态环境提供了物质

保障。由表 3可知，人均 GDP 的 q值保持较高水平，呈现先增加再减少后增加的趋势，并在 2018 年 q值达到最大，说明经济发

展对三大系统的影响力逐年上升。乡村社会发展、旅游、生态与经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其不仅能为旅游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还

能促进扶贫成效，改善贫困户生活水平，并为改善生态环境提供保障，从而进一步提升三大系统相互作用的广度。 

(2)产业驱动力。 

产业结构合理化可以驱动民族地区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为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驱动力。旅游收入占GDP 总值比重的 q值

在 2009 年时达到最大，之后逐渐降低，并在 2013年之后保持着上升的趋势，说明其对三大系统耦合的影响力仍有增加的趋势。

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为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把生态环境转化为旅游资源，且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资金和

技术投入，消除旅游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旅游业是覆盖性和关联性较强的综合产业，不同产业间形成良好的互动机

制，促进各产业要素聚集，带来良好的外部效应，包括提高生产技术，改善基础设施以及促进乡村振兴等。一方面，借助旅游产

业发展可以提高人民收入，促进农户生计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利于乡村经济自身稳定性的提

高，减弱外部冲击对经济带来的损失程度，降低乡村旅游业、农户生计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进一步提升旅游与扶贫相互作用的

深度。 

(3)教育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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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为国家发展大计之根本，其成为增强国家实力的基础。教育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产业、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教育投资占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是影响民族地区三大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其在 2005 年达到最高值。教育是乡村发展的根本，其作用

更加长远并有着重大的意义。不仅可以通过教育提高人的素质、增强技能，从而带动家庭发展，实现脱贫，而且可阻断贫困代际

传递，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教育的社会功能。教育水平的增加不仅有助于旅游人才的培养，增强旅游业发展的实力，

而且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故教育是三大系统协调发展必不可缺少的驱动力。 

(4)科技驱动力。 

R&D 经费投入强度的 q值虽然先增加后减少，但仍保持较高水平，其平均值是五个影响因素中的最高值。总体来看，科技投

入规模差异导致经济发展动力和创新能力的不同，并对乡村社会发展效率、资源利用效率产生作用。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能提高

社会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发展，而且为旅游业蓬勃发展创造条件。使用先进技术和装备，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能促进高

能耗产业向绿色产业模式转型，从而引领绿色革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提高农户收入，对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5)政府驱动力。 

政府的宏观决策和财政支出是乡村社会发展、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保障力量。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对三大系统耦

合度的影响保持着较为稳定的状态，在 2011 年达到最大值。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通过地方财政支出对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

进行建设，引领和控制旅游的各项活动，提高旅游业的发展效率，促进农户生计适应旅游发展，因此政府行为在推动旅游与农户

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扶贫进程中，个人往往不会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其独立的利益决策体系，从而

造成“外部不经济”现象，所以政府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来消除市场失灵带来的环境恶化困扰，是乡村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协

调发展的重要保障。 

4.2 驱动力空间异质性分析 

本文分别选取 2001年、2010年、2015 年和 2018年的首要影响因素，运用 ArcGIS 软件中的自然裂点分类法对耦合协调度、

各影响要素进行分级处理，之后对耦合协调度分级与各影响要素分级进行匹配，匹配结果如表 4所示。各探测因子对民族地区三

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的影响具有较为明显的时空异质性特征。 

表 4耦合协调度与影响因素水平空间匹配分布 

耦合协调度

与影响因素

匹配 

2001 年耦合协调度与

人均 GDP的空间匹配 

2010 年耦合协调度与 R＆D

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的空间

匹配 

2015 年耦合协调度与旅游收

入占 GDP总值比重的空间匹

配 

2018 年耦合协调度与人

均地方财政支出的空间匹

配 

内蒙古 高协调高要素 高协调中要素 高协调中要素 高协调中要素 

宁夏 中协调中要素 中协调中要素 低协调低要素 中协调中要素 

新疆 高协调高要素 高协调中要素 低协调低要素 中协调中要素 

青海 中协调中要素 中协调高要素 低协调低要素 低协调中要素 

西藏 低协调中要素 低协调低要素 低协调高要素 低协调高要素 

贵州 高协调低要素 高协调高要素 高协调高要素 高协调低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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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高协调中要素 高协调高要素 中协调高要素 高协调低要素 

广西 高协调中要素 高协调高要素 中协调中要素 高协调低要素 

 

2001 年，新疆与内蒙古为高协调高要素，说明经济发展驱动了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有助于乡村社

会发展，另一方面为旅游发展奠定基础，且可以提升环境污染物的处理能力，提高资源利用率，使得三大系统达到稳定协调状

态。云南和广西为高协调中要素，其经济对耦合协调度的驱动低于新疆和内蒙古，这与云南和广西以旅游发展为主要产业有很大

的关系。旅游业的发展虽然带来经济的繁荣增长，但是 2001年旅游经济效益不明显，没有其他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益显著。但旅

游产业相比第二产业有着污染小、资源消耗较少的优点，且可以通过增加就业促进乡村振兴，故三大系统处于高协调状态。宁

夏、青海和西藏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且在早期没有优势支撑产业，故其耦合协调度和经济发展相对较弱。 

2010 年，新疆、内蒙古、青海、云南、广西、贵州的耦合协调度和要素都较高，反映了这六个地区因科技投资比重较大，

拥有良好的科技水平，不仅可以提高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力，而且能增强环境污染的处理能力和资源利用率，对三大系统的协调发

展形成积极的促进作用。西藏为低协调低要素，因其科技发展水平较低，致使其经济发展和创新能力低，很难对三大系统的协调

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具体来看，旅游业的发展需引入科学技术才能跟上时代潮流发展。人工智能、AR 虚拟现实等技术与旅游结

合可以创造更多的动能，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加快脱贫进程。科学技术的提高造就先进的设备与技术，为生态环境的保

护提供基础保障，形成三大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 

为避免与人均 GDP 重复，2015 年选择耦合协调度与旅游收入占 GDP 总值比重进行空间匹配。贵州、云南、内蒙古、广西这

四个地区依托其便利的交通条件、优质的自然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使旅游产业得到较好的发展，促进三大系统的良性互动；新

疆、青海、宁夏、西藏这四个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受限，交通设施建设缓慢，教育水平发展相对滞后，缺乏足够的产业优势，在一

定程度上抑制旅游产业的发展，从而不利于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具体来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高速公路、城际高铁全面建设

并完善，为乡村社会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并且客源地与旅游目的地距离的极大缩短有助于形成产业链、聚集产业要素，促进经

济发展和就业，极大发挥了产业振兴的作用。此外，在产业链的驱动下，资源配置优化、思想理念更新、先进技术的引进，对三

大系统的协调发展具有巨大贡献。 

2018 年，新疆、宁夏、内蒙古的政府干预对三大系统的促进作用明显；虽然青海与西藏的人均地方财政支出较高，但是对

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贵州、云南、广西的耦合协调度高，但政府干预度低。具体来看，少数民族地区大多为

贫困山区，经济发展相对中部地区较弱，不具备区位优势，要发展经济和旅游产业，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需要国家及

政府大力支持与投入。政府可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游乐设施的建设力度，有助于提升民族地区交通便利性，增大旅游景点的吸引

力，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提高旅游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生计由农业化向非农业化转变，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 

4.3 乡村社会、旅游、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各驱动因素作用于驱动力，最终形成生活生态与旅游产业发展、教育保障与教育促进、结构升级与旅游产

业运行、政策调控与政策保障和技术驱动与效率提升驱动机制，促使乡村社会、旅游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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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乡村社会、旅游、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从 2001—2018年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旅游、生态耦合协调的变化时间来看，西藏的耦合协调度最低，整体呈现

“U”字型；青海、广西、内蒙古的耦合协调度近年呈现着下降的趋势；宁夏的耦合协调度较为平稳，处于中级协调阶段；新疆、

贵州的耦合协调度波动幅度较大。在八个民族省份中，广西、云南、贵州、内蒙古三大系统达到良好协调状态。整体来看，西南

民族地区的耦合协调度要优于西北民族地区。八个民族地区的三大系统虽处于协调状态，但是有四个地区目前处于磨合阶段，还

需要进一步地实施调节政策，促使协调发展。 

(2)西藏、宁夏、青海和新疆的 T 值均小于 0.7，其综合发展水平影响耦合协调度的优化。其中西藏、宁夏和青海的生态效

率较低，与乡村社会发展系统和旅游产业系统失衡发展；而新疆的旅游效率逐年降低，这也是造成耦合协调度低的首要原因。从

2001—2018 年少数民族地区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来看，少数民族地区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逐渐好转，但是要达到民族各

省三大系统优质协调发展仍需较长时间。 

(3)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旅游—生态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探测可知，对耦合协调度影响最

大的因素为人均 GDP 与 R&D 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这说明经济驱动力和科技驱动力是驱动协调的有力武器。且在不同年份，各

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力存在一定的差异，具有明显的时空异质性特征。 

5.2 建议 

本文从影响因素入手，对如何协调乡村社会—旅游—生态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以下建议： 

(1)发挥民族地区资源禀赋优势，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增强经济实力。 

要立足实情，充分利用民族地区丰富的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构建自身特色旅游品牌。在兴边富民和乡村振兴政策下，要加

强边境旅游规划，打造边境旅游品牌，提升对国际旅游者的吸引力，提高开放度。而在利用优质资源帮助脱贫的同时要加强生态

脆弱区的保护，真正达到乡村社会发展—旅游—生态三者共生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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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科技投入，提高科技水平，优化旅游产业结构。 

加强应用信息科学技术，结合人工智能，真正实现旅游数字化。并通过转变传统旅游发展方式，升级旅游产业结构，鼓励低

能耗、低污染的企业与旅游活动来优化旅游资源配置，从而促进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并通过科技助力，加大科技投入，利用

科技力量推动乡村振兴，进一步重视科技在旅游、乡村社会发展、生态中所起的作用。 

(3)加强教育投资，培养全民生态意识。 

重视科学技术和专业人员的培养，栽培懂农业、懂旅游、懂科技的高素质农民，并要培养全民生态意识，树立绿色理念。在

此基础上，以民族地区的特色旅游资源为基础，吸引外资，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变革，增加当地就业，真正做到从根本上推动乡村

振兴。 

(4)强化政府在引导乡村社会发展、旅游、生态环境方面的综合协调功能。 

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西部大开发等政策，在培育旅游产业新动能的同时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鼓励农户利用当地特色资源

积极开发休闲、养生、观光农业等旅游服务，打造绿色旅游产业链，实现农户可持续生计，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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